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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陕绥划界是民国初年西北地区省界调整中发生的一起政治事件。上自
北京政府、陕绥各级地方政府，下到争议区的伊克昭盟王公、士绅民众，分别从国家

政令统一、边疆安全、争议区经济利益归属、基层社会事务决策权归属等角度，围绕

蒙陕边界地区的划界问题展开利益诉求。蒙陕边界地带士绅民众在清末督办蒙旗

垦务大臣贻谷整理垦务时期认购土地，拥有了争议区土地的所有权，其是否会因为

政权更迭而发生改变，遂成为陕绥划界纠纷的核心问题。在近八年的纠纷过程中，

北京政府与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与地方政府（陕、绥双方）、地方各系势力与两级政

府之间展开利益角逐。最终，北京政府让步于既成事实的陕西一方，即移民不可能

退回去的事实。而陕北沿边地方政府和士绅利用自身的威望和号召力，对争议区

内民众进行宣传和引导，组建利益共同体，维护地方社会事务话语权的“正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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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初年的“陕绥划界纠纷”，始自民国二年（１９１３ 年）由国务总理熊希龄、内务总长朱启
钤①提出的绥远特别区案②。该议案针对“绥远地居冲要，边事日见艰危”的时局，认为应当“仿

照热河先例，先就归绥十二县及乌、伊两盟划成一行政区域”。民国八年（１９１９ 年）一月，绥远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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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希龄内阁于 １９１３年 ９月 １１日成立后，始终在围绕“变改省制”的主张而展开工作。他们希冀借此来实现国家统一
和中央集权，并从根本上解决财政支绌问题，绥远特别区案便是熊氏内阁为实现政治目的而推行的重要举措之一。

但由于总统府和国务院之间、国务院内部、国务院和各省都督之间皆存有意见分歧，尤其是 １９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政治
会议开议后，熊希龄内阁的影响力逐渐下降。从而出现“上有总统之果断办事，担任一切；中有政治会议之辅弼，讨论

重要政事而决定之，经由总统施行；内阁所司仅理循例之事，国务会议将为政治会议之提议机关，内阁权力已较以前

日微，更难举责任之实”（《现内阁之权势观》，《顺天时报》１９１３年 １２月 １７日，第 ９版）。
《国务总理熊希龄内务总长朱启钤呈大总统陈明国务会议议决将口外十二县并乌昭两盟归绥远将军管辖等情请批示

遵行文并批》，《政府公报》第 ５７４号，１９１３年 １２月 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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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蔡成勋以此项决议为契机，向国务院提交条陈，希望北京政府依据清代陕西省与伊克昭盟以明

代长城为界的标准，将长城外侧地区划归绥远管辖。① 这一行为迅速引发陕绥双方的争议，陕北

地方士绅成立“公民争存会”“陕西榆林五邑旅京学会”，发起请愿活动。几经波折，民国九年

（１９２０年）十月，北京政府内务部责令绥远“停止收界”，“从缓办理”②。这次纠纷，前后持续了近
８年的时间。在此期间，上自北京政府内阁、国务议会议员、陕绥双方政府，下至伊克昭盟王公、
地方士绅、民众都纷纷介入其中。由于各阶层所持有的立场不同，以至于整个事件呈现出“乱花

渐欲迷人眼”的状况。表面上看来，这起事件是由于国家政令的变更而引发的省界争议问题，但

实际上反映了在原本利益诉求相对稳定的地区，北京政府、地方政府以及地方各派系力量因政权

更迭而出现利益重组的过程。

目前学界针对历史政治地理中的行政区域界线变迁问题及由此出现的“政治过程对地理区

域变迁的影响”研究③，已有一定的研究成果，并在一些专著中也有总体性的把握④，但关注力度

尚显薄弱，而且多数研究着力于依据各级方志、调查报告中的模糊性官方记录，配合以报纸、笔

记、个人著述中的文字，来复原行政区域的具体范围、判定不同级别行政区域之间的界线等，以此

来复原疆域政区历史变迁的全过程。因此，鲜明的个案研究尚须积累⑤，研究者在研究时段、研

究区域上，尚需精益求精的系统性考究。本研究基于对陕绥划界纠纷的考察，梳理出这一时期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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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变动的具体过程以及在这一过程中北京政府与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与地方政府（陕、绥双方）、

地方各系势力与两级政府之间的互动关系。继而重点探讨政局变革之际，在西部民族交融地区，

北京政府、地方政府以及地方各系力量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北京政府是否存在“力有不逮”的情

况；地方政府的“地方属性”是如何表达和强化的；不同阶层在时局的影响下，又是如何争取和获

得自身利益诉求的。有鉴于此，笔者尝试对上述问题展开探究，最终讨论整个政治过程对地理区

域变迁的影响，希冀推动同类研究的深入。

一、北京政府的地方利益诉求

自清代咸同以降，地方督抚兼辖军、民两政的情况逐渐成为大势所趋，中央和地方的利益诉

求差异愈发明显，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的矛盾成为晚清时期政治发展过程中的焦点问题。不过，

在此期间，清政府仍可以通过掌握对地方官员的任命权来频繁调动督抚的任职区域，并借此来限

制督抚在任职区的管控能力。在边疆地区，尤其是蒙陕边界地带，中央政府对于地方的管控能力

始终处于主导地位，甚至在某些特定阶段，还完全受制于统治者的个人意志。伊盟王公则是通

过建立、维系与清统治者的良好关系，来对蒙陕边界带施加作用。这种作用的存在与否、强弱

与否都随着中央政府利益的变化而发生改变。陕北沿边各府县等基层政府则直接听命于中

央，他们所扮演的角色更多可以定位为中央政令的执行者。因此，清代蒙陕边界的形成过程

更可以视作中央政府对该区域的地方管控过程。相应地，这一区域土地权属问题的变迁过

程，与租税的分配、行政的管理、民人的户籍归属等各种权益之间息息相关。笔者在拙文《清

代毛乌素沙地南缘伙盘地土地权属问题研究》①中多有涉及，此处限于篇幅，不再赘述。

至清代晚期，俄国势力对我国蒙古地区不断施加影响，清政府希冀采取开放蒙禁、推行垦务

来巩固边疆、减少财政赤字。② 蒙旗垦务大臣贻谷于光绪二十八年（１９０２ 年）设立垦务总局和乌
兰察布垦务局、伊克昭盟垦务局，着手内蒙古西部的垦务事宜。贻谷将放垦的重点放在了鄂尔多

斯牧地，并在鄂托克、准格尔、郡王三旗内设置垦务分局，将札萨克和乌审旗合设分局。贻谷要求

各垦务分局组织和管理相应的拓荒事务，执行和顺利完成放垦的相关任务。③ 蒙陕交界地带自

然也包括在内，这些土地“由私垦转为官垦，长期依赖租种蒙地而维持生活的汉族民众因失去土

地的使用权而需要按照垦务公司的章程重新认购土地。此次放垦行为从根本上改变了蒙陕边界

带的土地权属关系”④，以前“内地人民以口外种地为恒产，蒙古亦资地租为生活，并照旧界给租”

的土地权属模式转变为“内地人民出境认垦，率以重价买得，久已成为主业，故世居不移”⑤。这

促使清末民初内地民众大规模涌入陕北长城外谋生，同时也让“几于五旗肥腴之田，全数为沿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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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县殖民地矣”①。

在贻谷放垦之初，清政府责令当地官员配合垦务委员进行踏勘实测，以作为这一区域放垦的

参考意见。当时的靖边县知县丁锡奎奉令对当地的自然条件、土地类型及移民开发情况等进行

调查。丁氏认为“陕北蒙地，远逊晋边”，自然条件相对较差，靖边县边外城川口一带“周围千里

大约明沙、巴拉、碱滩、柳勃居十之七、八，有草之地仅十之二、三，此外并无森林茂树、草软肥沃之

地，惟硬沙梁、草地滩，可耕者绝少。往西一带又苦无水，不能居住”②。土地状况的相对不良，一

旦加大开发力度，很可能既不利于蒙汉民众维持生计，也会引发政府开放蒙边事宜难以维持。针

对丁锡奎的呈文，督垦局仍然坚持放垦，并于光绪二十三年（１８９８年）委派督垦局官员朱锺浚“亲
赴四乡，履亩挨查，某里某甲实有未垦民屯、更荒地各若干亩，并传籍乡保、里书人等，严讯有无隐

匿及以熟作荒、耕多报少情弊”③。由此可见，尽管地方政府试图确保地方利益，但中央政府出于

扩大垦务实施效果的目的，严令地方政府与其保持一致，甚至绕过地方政府，和当地的乡保、里长

直接联系，以确保政令的实施力度。

辛亥革命后，独立各省自相为政，所谓“中央政权”的权威很难得到各方的一致认同，“中央

行政，不及于各省，各部亦备员而已”，地方政府逐渐成为北洋各系势力互相倾轧的政治资源。④

在北京政府和地方政府之外，由地方士绅组建的地方利益集团在固有的地方分权基础上，对地方

公共事务逐渐拥有了一定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此外，西方政治理念的不断传入促使北京政府在

行政管理上试图走法治化、科学化和规范化的道路。⑤ 因此，本着“欲谋行政之统一，先以整理区

域为根本”⑥的理念，北京政府先后发布法令⑦，在全国废府州，存道县，普遍推行省、道、县三级制

管理，以期达到“析疆增吏，增长中央权势”的政治目的。为了加大对蒙藏地区的管控力度，北京

政府采取了与清政府不同的边疆治理方式：缩小边疆省份的空间面积，提高应对边疆问题的政

府力量和密度，杜绝被境外势力利用的可能。民国二年至民国三年（１９１３—１９１４ 年），热河、察哈
尔、绥远和川边四个特别区先后得以设置⑧，以提高应对边疆问题的政府力度和密度，确保边疆

安全。针对绥远地区，北京政府于民国二年（１９１３ 年）十一月批准“以山西归绥道所属十二县暨
内蒙古乌兰察布盟、伊克昭盟区域”设置绥远特别区，以绥远都统“统辖各县暨蒙旗事务”⑨。民

国三年（１９１４年）一月十三日，北京政府援照“热河国税分厅成例”在绥远设立国税厅筹备分处，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查界委员榆林县知事会呈文》，民国九年三月四日，樊士杰等编：民国《陕绥划界纪要》卷二，榆林市星元图书馆藏，

第 ４—６页。
《详报查勘蒙地并绘图贴说由》，光绪《靖边县志稿》卷四《艺文志》，《中国地方志集成·陕西府县志辑》第 ３７册，凤凰
出版社 ２００７年版，第 ３５１—３５２页。
《偕同委员大挑知县朱锺浚查办垦荒内》，光绪《靖边县志稿》卷四《艺文志》，《中国地方志集成·陕西府县志辑》第

３７册，第 ３５２—３５４页。
胡春惠：《民初的地方主义与联省自治》（增订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１１年版，第 １０２页。
孙中山：《国民政府建国大纲》，《民国日报》１９２４年 ４月 １２ 日；马长寿：《十年来边疆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边疆通
讯》１９４７年第 ４期。
内政部：《临时政府内务行政纪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 ２３ 辑第 ２２２ 册，文海出版社 １９８７ 年
版，第 ３９页。
１９１３年 ２月，北京政府先后颁布了《划一现行各省地方行政官厅组织令》《划一现行各道地方行政官厅组织令》和《划
一现行各县地方行政官厅组织令》等系列法令。

刘寿林等编：《民国职官年表》，中华书局 １９９５年版，第 ３６１、３６４、３６７页。
内务部职方司第一科：《全国行政区划表》，１９１４年 ８月，第 １３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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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该区域内一切国税事务，并指挥监督各征收机关”①。同年七月六日，北京政府再次出台

《热河道、绥远道、兴和道区域表》，以法律形式将绥远等三个特别区域的行政制度和行政区划

予以界定。② 由于此次界定更多地侧重晋绥分治，因此，对于伊克昭盟七旗的归属，则是遵循

惯例将之纳入新成立的绥远特别区，而对于蒙陕边界带这一可能存在争议的地区没有多加

考虑。

这一举措对于陕绥双方而言，存有较大分歧。从传统上讲，陕北长城外的鄂尔多斯地区无疑

是蒙古族牧民的传统游牧地，所以绥远建立特别区，必然会以传统的分界线为其南部边界线，绥

远地方政府势必会坚守这一点。而陕西省又不肯放弃既成事实的塞外土地。因此，在陕绥划界

纠纷出现后，陕绥双方就蒙陕边界带的归属问题争执不下，他们相继向北京政府提交条陈，同时

以不同的形式向北京政府施加压力，希冀能够借助中央的“权威”来谋求有利于己方的裁决。③

而此时的北京政府受直、皖、奉各派系力量的影响，在蒙陕边界带事务上的决策制定和管控能力

颇有“力不从心”之感，以至于在纠纷的过程中成为陕绥双方借力相互倾轧的对象。

在绥远特别区的行政区划界定之初，北京政府的着眼点有二：第一是应对日益严重的边疆

危机；第二是改变“财政日绌”现状，以建立务实、稳健的中央财政。④ 北京政府希冀将这样的考

虑在陕绥划界纠纷的过程中予以贯彻和表达。⑤ 但是，随着纠纷的愈演愈烈，北京政府逐步丧失

了对整起事件的主导能力，尤其是陕西地方士绅民众先后发起“停止划界请愿”“维持旧界请愿”

和“请将鄂尔多斯各旗仍归陕辖请愿”三次请愿活动，对北京政府造成了一定的社会舆论压力。

而在此之时，绥远都统蔡成勋先后奉命参与“八省援陕”和徐树铮收复库伦等军事活动，无暇东

顾。⑥ 因此，民国八年（１９１９年）六月五日，北京政府将上述三次“请愿案”并案提交国务会议⑦，
并于同年六月二十四日议决，“仍应照原议办理，惟现值蒙边不靖，暂缓施行”⑧。从议决的具体

内容来看，北京政府在陕绥划界一事上的意见是有所保留的，即国务会议认为，原来的方案是可

行的⑨，但实际上是在宋伯鲁、高增爵等参、众两院议员和陕西方面的影响下，而做出维持现状的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拟在绥远设立国税厅筹备分处呈袁世凯文》，《政府公报》第 ５９９号，１９１４年 １月 １３日。
《热河道、绥远道、兴和道区域表》，《时事汇报》１９１４年第 ７期，第 ８０页。
如陕北六县士绅代表张立仁、高普煦等发起请愿活动，并向内务部、陕西省府和国务会议提交请愿书。陕西省长刘镇

华联合陕西督军陈树藩向国务院提出“拟恳钧院俯念西北边防重要，准将原案提交国务会议，准予停止划界以顺舆情

而固边圉，不胜屏营待命之至”的要求。同时，陕北沿边各县公民代表公推镇守使署朱维勤为全权代表赴京请愿，并

请在京的陕西籍参众两院议员宋伯鲁、高增爵等从中斡旋。

章启辉、付志宇：《北京政府时期税收政策的演变及借鉴》，《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９年第 ２期。
《陕西省长公署训令第七三二号》，民国八年二月二十四日，樊士杰等编：《陕绥划界纪要》卷一，榆林市星元图书馆

藏，不分页。

《专电》，《申报》１９１９年 ２月 １０日，第 ３版；《唐总代表关于陕事之要电》，《申报》１９１９年 ２月 ２１日，第 ６ 版；《陕西同
乡会致各和平会书》，《申报》１９１９年 ３月 ７日，第 １０版；《时评》，《申报》１９１９年 ４月 １７日，第 ３版；《日本通信社电》，
《申报》１９１９年 ５月 ５日，第 ３版；《专电》，《申报》１９１９年 ６月 ２５日，第 ３版。
《咨国务院咨行本院请愿委员会提出陕西榆林六县公民停止划界请愿案又陕北榆林六县公民维持旧界请愿案又陕北

榆绥延鄜公民请将鄂尔多斯各旗仍归陕辖请愿案并案讨论业经院议可决请查照办理文》，民国八年七月七日，《参议

院公报》第 ２期第 ３册《公文一五》，第 １８４—１８５页。
《国务院咨行陕西榆林六县公民停止划界等请愿案业经分电陕西山西甘肃各省长及绥远都统请查照文》，民国八年七

月十一日，《参议院公报》第 ２期第 ３册《公文三四》，第 ３０３—３０４页。
《国务总理熊希龄内务总长朱启钤呈大总统陈明国务会议议决将口外十二县并乌昭两盟归绥远将军管辖等情请批示

遵行文并批》，《政府公报》第 ５７４号，１９１３年 １２月 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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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措。

由上述情况不难看出，北京政府建立特别行政区的目的在于应对日益严重的边疆危机和改

变“财政日绌”现状。因此，尽管由于各系军阀和地方诸多势力的影响，北京政府对于地方的管

控能力大打折扣，许多亟须解决的地方事务纠纷不断，长期悬而未决，但是北京政府仍然试图从

国家角度对地方事务做出评判和裁决。

二、从“地方政府”到“地方的政府”

（一）绥远特别区的成立及其边界诉求

民国元年（１９１２年）十月，原北洋陆军第 ２０镇统制张绍曾出任绥远城将军，他以北京政府提
倡的“现在五族共和，自不能如帝政时代，再有藩属名称，此后蒙藏回疆等处，自应统筹规划，以谋

内政之统一，而冀民族之大同”①为契机，召集归绥观察使公署所属县、乌伊两盟及土默特总管旗

相关人员，于民国二年组成“乌伊归绥联合会”。张氏希望得到北京政府的认可，对绥远地区推

行独立的行政建制，甚而希冀通过此次努力直接达到建省的诉求。② 民国二年，北京政府裁撤归

化城副都统及观察使，将绥远城将军作为行政长官，实现与山西省的分县而治，同时设置军政、民

政两厅分理军、民事务。③ 民国三年，北京政府出于“以行政贵乎敏活，地势广漠，远掉不灵，故缩

小范围，便于治理，以为发达边圉，巩固国防之计，而其手段，则在减芟将军之势力”的目的，设置

绥远特别区④，下辖归绥道十二县，归化城土默特左、右二旗，伊克昭盟和乌兰察布盟。变革绥远

行政管理体制不仅是北京政府和绥远地方政府的愿望，也是蒙古各盟旗的愿望，只不过两方的目

标有着极大的差异。对于地方大员和北京政府来说，其目标是理顺和划一对这一地区的行政管

理；对于各盟旗王公贵族来说，则是期望通过变革使自己的固有权利得到更多的保障，并希望进

一步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绥远特别区共存在了 １４ 年，地方行政首脑因政局多变而更迭频繁。
据统计，在蔡成勋就任绥远都统之前，绥远地区在各系军阀操控下，有 ７位行政长官先后主政，如
表 １所示。

表 １　 民国二年至民国十年绥远特别区行政长官情况（１９１２—１９２１年）

姓　 名 官 职 名 称 在 任 时 间 备　 　 注

张绍曾 绥远城将军 １９１２． １０． １２—１９１４． ４． ２０

潘矩楹

绥远城将军 １９１４． ４． ２１—１９１５． １１． ２０

绥远都统 １９１５． １１． ２０—１９１６． １０． ６

１９１４年 ７月 ６日，北京政府发布热河道、绥
远道、兴和道区域表，改绥远城将军为都统，

于热河、绥远、察哈尔三区域内各设道尹

蒋雁行 绥远都统 １９１６． １０． ７—１９１７． ５． ２８

①

②

③

④

《中国大事记》，《东方杂志》１９１２年第 ８卷第 １２期，第 １—６页。
苏德毕力格：《准格尔旗扎萨克衙门档案》第 ３７册，内蒙古科学技术出版社 ２０１１年版，第 ４４—４５页。
民国《绥远通志稿》卷二《省县旗疆域现状》，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７年版，第 ２２７—２２９页。
刘仲仁：《蒙古建省议》，《地学杂志》第 ８３号，１９１７年第 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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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姓　 名 官 职 名 称 在 任 时 间 备　 　 注

张凤朝 绥远都统 １９１７． ４． ２５—１９１７． ５． ２８ 蒋雁行赴京参加国会，由都统署副官长，代

理都统张凤朝代行都统职

王丕焕 绥远都统 １９１７． ５． ２８—１９１７． ８． ６ 绥远口北司令兼旅长王丕焕杀都统署副官

长、代理都统张凤朝，自任都统

陈光远 绥远都统 １９１７． ７． ２７ 未到任

蔡成勋 绥远都统 １９１７． ８． ６—１９２１． ５． ２４ 时任中央陆军第一师师长，率师入绥远，驱

逐王丕焕

　 　  北京政府虽于 １９１４年 ７月 ６日改绥远城将军为都统，但在实际任命过程中，将绥远城将军潘矩楹改任绥远都统的
时间则为 １９１５年 １１月 ２０日。

资料来源：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 １ 册，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 １９７９ 年印行；《京闻拾零》，《申报》
１９２１年 ５月 ２７日，第 ７版。

从表 １中可以看出，上述 ７位行政长官在绥远任职时间短，多数精力都陷于各系军阀势力的
纷争，对于地方事务多有不暇之处。民国六年（１９１７年）七月，蔡成勋以北洋军阀安福系为依托，
率中央陆军第一师西进绥远，成功驱逐绥远口北司令王丕焕，并于同年八月六日继任绥远都统。

伴随着蔡氏对绥远地区的管控能力逐步稳固，特别区行政边界的勘定工作便摆上了日程。蔡成

勋于民国八年一月援照民国二年国务会议议决的绥远特别区案①，经大总统批准向国务院提请

条陈，希望将伊克昭盟全境划归绥远管辖。②

蔡氏希冀通过此次划界达成三点意图：其一，绥远特别区既然在民国三年已经成立，按照绥

远特别区案，应该将“归绥十二县及乌、伊两盟”全部划归绥远特别区，并将历年存有争议的地方

全部清理。其二，绥远特别区成立后，绥远都统除了统辖所部军队外，还需要“管理该管区域内军

政、民政事务”③，因此，确保特别区疆界的整齐划一是行政主官的职责所系。其三，为解决前清

遗留给北京政府的“一旗之地有归两省两县管理者，又有一省四县管理者，甚有归三省四县管理

者”和“一旗地内居住汉蒙人民应纳之租税并呈控之诉讼，趋赴县署或一二百里者，或数百里者，

奔驰之苦，久称不便”等问题，蔡成勋提出请求，要在原本由陕、晋、甘三省代为管理的伊克昭盟各

蒙地收归绥远，并采取设县治理。④ 由此可见，蔡成勋以遵循北京政府筹设特别区的政治意图为

依托，推动绥远地区行政管理体制的构建和地方社会经济的建设，尽可能地掌握人口较为稠密、

经济相对发展的区域。蔡氏这样的政治意图在于完成“拓田为民、拓地建省”的政绩，获取绥远

地区蒙汉各阶层的支持，继而提升自身在国家军、政建设和西北地区地方事务上的政治地位和影

响力。

然而，从陕绥划界纠纷的发展过程来看，蔡成勋的前后态度并不一致，尤其是在陕西一方先

后发起数次请愿活动之时，绥远一方并未出现向北京政府施加影响的明显行为。经过史料梳理

①

②

③

④

《国务总理熊希龄内务总长朱启钤呈大总统陈明国务会议议决将口外十二县并乌昭两盟归绥远将军管辖等情请批示

遵行文并批》，《政府公报》第 ５７４号，１９１３年 １２月 ５日。
《二十一日之阁议》，《申报》１９１９年 １月 ２５日，第 ６版。
《热河道、绥远道、兴和道区域表》，《时事汇报》１９１４年第 ７期。
民国《绥远通志稿》卷二《省县旗疆域现状》，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７年版，第 ２２７—２２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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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由于“绥远地当冲要，村堡相望，西为陕甘之辅车，北为乌、科之后路，南则屏藩直、晋，东则

翼卫京畿……诚为扼要之区”①，因此，蔡成勋在就任绥远都统期间，除了需要整顿地方行政事务

外，还需要配合北京政府的政治、军事活动。在第一次归属地争议期间（民国八年一月至六月），

蔡成勋的精力主要忙于“八省援陕”②和徐树铮收复库伦等军事行动。在陕西地方政府忙于勘划

蒙陕边界时（民国八年六月至民国九年十二月），蔡成勋主要在应对北京政府提出的“裁减军额、

整顿赋税”、协助徐树铮筹措外蒙防务、会剿卢占魁和谋任陕西督军等事。③ 在第二次归属地争

议期间（民国九年十二月至民国十年四月），蔡成勋则陷入“谋划陕西督军而未成，出任甘肃督军

而不能赴任”的困境，最终成为北京政府靳云鹏内阁的陆军总长。④ 因此，蔡氏在应付频繁的政

治、军事活动和谋求个人利益的过程中，思想上存有较大的变化，以至于影响到他在陕绥划界纠

纷中的态度和相关举措。不过，在上述军事行动结束和谋求陕西督军而未成后，蔡氏转而投入精

力于陕绥事务上，并于民国九年（１９２０年）十一月命令绥远垦务总局“赓续前案，丈放已经勘收各
地，委曾广润为筹办勘放郡、札两旗草牌界地亩垦务分局局长，设局于陕西神木县”⑤。为了勘放

举措的行之有效，绥远垦务总局制定“勘放郡、札两旗报垦地亩暂行办法十三条”作为对“郡、札

两旗报垦地亩”（含贻谷放垦时期已然由晋陕民众购买的蒙陕边界带土地）进行勘放的依据。⑥

最终，绥远都统蔡成勋在内务部的调停下，“已饬督垦局，将各委酌量调回”⑦，“至是而绥区与陕、

晋、甘划界事遂中止”⑧。

（二）陕西地方政府的内部协调与应对举措

陕西地方政府在应对绥远特别区提出的“划界”要求时，并未达成内部意见的统一，甚至一

度出现了较大的争议和紧张局势。其中，有两股力量举足轻重，一方为以王健、宋伯鲁、井岳秀等

为首的陕北沿边地方集团，另一方则是以刘镇华、陈树藩为首的省府集团。

民国五年（１９１６年），原陕西民政厅厅长王健赴榆林就任道尹职，王氏上任伊始，“即广谘博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清〕贻谷：《绥远奏议》，《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 １１辑第 １０３册，文海出版社 １９７５年版，第 ３３０页。
由于皖系军阀的陕西省督军陈树藩和北京政府的八省援陕军对抗，蔡氏命令绥远第一师沈广聚旅和李际春的“第四

支队”于民国八年二月由包头过黄河，到达榆林驻扎，前锋抵达鄜县、洛川一带，以完成北京政府要求的“八省援陕”

任务。《专电》，《申报》１９１９年 ２月 １０日，第 ３版；《唐总代表关于陕事之要电》，《申报》１９１９ 年 ２ 月 ２１ 日，第 ６ 版；
《陕西同乡会致各和平会书》，《申报》１９１９年 ３月 ７日，第 １０版；《时评》，《申报》１９１９年 ４月 １７日，第 ３版。
《十一月二十二日大总统令》，《申报》１９１９年 １１月 ２５日，第 ３版；《京华短简》，《申报》１９１９年 １２月 ９日，第 ６版；《各
通信社电》，《申报》１９１９年 １２月 ２１日，第 ６版；《专电一》，《申报》１９２０ 年 ４ 月 ２７ 日，第 ３ 版；《北京通信》，《申报》
１９２０年 ８月 ２３日，第 ６版；《天津通信》，《申报》１９２０年 ９ 月 ２８ 日，第 ７ 版；《专电二》，《申报》１９２０ 年 １２ 月 ３ 日，第
６版。
《专电》，《申报》１９２０年 １２月 １０日，第 ３版；《命令》，《申报》１９２１年 １月 ４日，第 ６版；《京闻拾零》，《申报》１９２１年 ３
月 ５日，第 ７版；《专电》，《申报》１９２１年 ５月 １５日，第 ６版；《新内阁之外息》，《申报》１９２１年 ５月 １６日，第 ６版。
《府谷县知事呈文》，民国十年三月五日，樊士杰等编：《陕绥划界纪要》卷二，榆林市星元图书馆藏，第 ５４—５５页。
该条例由府谷县知事从郡、札两旗草牌界地垦务分局局长曾广润处抄录所得（《府谷县知事呈文》，民国十年三月五

日，樊士杰等编：《陕绥划界纪要》卷二，榆林市星元图书馆藏，第 ５４—５５页）。而原文应在民国九年十二月十六日便
由绥远垦务总局转呈陕西省府（《绥远垦务总局咨文》，民国九年十二月十六日，樊士杰等编：《陕绥划界纪要》卷二，

榆林市星元图书馆藏，第 ２０页）。
《陕西省长指令第二六二八号》，民国十年三月二十三日，樊士杰等编：《陕绥划界纪要》卷二，榆林市星元图书馆藏，

第 ６１—６２页。
民国《绥远通志稿》卷二《省县旗疆域现状》，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７年版，第 ２２７—２２９页。



地方治理与利益诉求：民国初年陕绥划界纠纷研究 ９１　　　

访，备悉汉蒙错处”①，并支持当地士绅代表艾如兰、高照初等，联合榆林、绥德、延安、鄜州等地士

绅对绥远特别区案提出异议。而陕西督军兼省长陈树藩因忙于在关中三原、高陵一带和靖国军

杨虎城所部鏖战，对陕北士绅民众的呈文无暇顾及。故而，陈氏以“应从缓议”为由不作处置，民

国七年三月，新任陕西省长刘镇华②亦以“窒碍甚多，徒滋纷扰，无裨实事”为由加以拒绝。③

民国八年一月，国务会议议决案通过后，陕西省长刘镇华于同年二月至五月间先后向榆林道

尹王健下达了 ５次命令。刘氏严令王健“即便遵照，妥拟办法，呈候核夺，期清疆界而重边务”，
“迅速遴派妥员前往，定期会勘绘图贴说，呈候核夺以凭转咨”。随后，在王健拖延缓办的情况

下，刘镇华直接越过榆林道及所属各县官员，委任“许敬藻、塔斯哈先行驰赴准噶尔、郡王、乌审、

札萨克各旗会同诣勘，应俟勘明呈报后规定妥协，再行派员收管”④。这一系列命令的下达反映

出刘镇华在陕绥划界问题上的明确立场。⑤

面对刘镇华的多次严令，王健并未改变初衷，而是一面遵奉省府命令，“委员会勘事宜，已分

令沿边各县知事，俟绥远委员到境，随时妥为接洽”，同时向省府提出更为具体而翔实的意见。⑥

王氏的意见大致有三点：其一，清代民众出口垦殖并非政府组织，多是自发性的行为，因此，在村

落分布和人口分布上呈现“汉蒙杂处”的态势。如要划界，可以参考的依据只有清代康熙、乾隆

年间所勘定的界线。⑦ 其二，按照清代划界的规定，陕北长城外五十里为蒙汉分界处所，这应当

作为陕绥划界所凭借的划界原则，而不是所言“沿边各县所辖蒙地应划归绥区自行治理”的划界

依据。其三，汉族民众长期“以领垦为恒产”，且人口众多，一旦按照划界原则，将长城外五十里

全都划归绥远特别区，那么陕北沿边各县的经济状况便会一落千丈，地方社会必然陷入困顿之

中，这势必会对陕西省府的行政管理和财政拨款造成切肤之痛。届时无论如何筹措补救，只会让

省府多有掣肘之感。基于以上三点理由，王健认为，陕绥划界应该以雍正八年（１７３０ 年）理藩院
奏案为依据⑧，提出有利于陕西的议案，否认绥远特别区对蒙陕边界带的管辖权。

王健在回复陕西省府意见的同时，向榆林、横山等六县知事发布榆林道公署训令，该训令改

变了原有陕西省政府“将原属伊克昭盟各旗地划归绥区管理，以正疆界”的意见，而是按照有利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高诵先：《陕绥划界纪要叙》，樊士杰等编：《陕绥划界纪要》卷一，榆林市星元图书馆藏，第 １—２页。
民国六年冬，陕西革命党人郭坚等响应孙中山护法号召，率靖国军围攻西安。陕西督军兼省长陈树藩电邀刘镇华求

援。刘氏率军击退靖国军，解西安之围。民国七年三月，刘镇华由北京政府正式任命为陕西省省长（《职官任免令》，

《东方杂志》１９１８年第 １５卷第 ５期，第 ２１１—２１２页）。
《陕西省长公署指令第二八九九号》，民国七年十月二十一日；《陕西督军署指令第五八三四号》，民国七年十月二十

八日，樊士杰等编：《陕绥划界纪要》卷一，榆林市星元图书馆藏，第 ４—５页。
《陕西省公署训令第五零二号》，民国八年二月六日；《陕西省长公署训令第七三二号》，民国八年二月二十四日；《陕

西省长公署训令第二零一号》，民国八年三月三日；《陕西省长公署训令第一五六二号》，民国八年四月二十八日；《西

安省长覆电》，日期不详（应在民国八年四月底五月初），樊士杰等编：《陕绥划界纪要》卷一，榆林市星元图书馆藏，第

５—６、８—９、１０—１１页。
王成斌等主编：《民国高级将领列传》第 ２集，解放军出版社 １９８８年版，第 ７７—７８页。
《榆林道道尹呈省长文》，民国八年四月三日，樊士杰等编：《陕绥划界纪要》卷一，榆林市星元图书馆藏，第 １１—１４页。
王晗：《“界”的动与静：清至民国时期蒙陕边界的形成过程研究》，《历史地理》第 ２５辑，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１ 年版，
第 １４９—１６３页。
雍正八年，理藩院尚书特古忒奏称，边墙外“五十里禁留之地，何得蒙古收租？”于是经过议处，决定让地方官吏征收粮

草归地方官仓储备（道光《增修怀远县志》卷四下《边外》，《中国地方志集成·陕西府县志辑》第 ３６ 册，凤凰出版社
２００７年版，第 ６９８页）。



９２　　　 历史地理研究 ２０２０年第 ４期

于陕北地方的思路将勘界的内容加以改变，即“查该县边墙外直北五十里原系清初建置时禁留之

地，此后汉蒙疆域既以此为定点，则此次划界办法自仍当以此为依据。惟历年已久，故址就湮，究

竟从前旧界现在何处，其中村落系何名称，均非详加考察，不可合行。令仰该知事遵照，一俟绥区

派员至日，妥为接洽，会同履勘，查照图志，征以故老传闻，指明旧日界牌确点，绘图贴说”①。这

实际上是在否定北京政府、陕西省政府的命令而自行其是。

面对国务院、绥远特别区、榆林道县纷至沓来的公函、呈文，刘镇华在陕绥划界问题上的态度

逐渐发生着变化。这种变化一方面来自外界的压力，但更多的是刘氏在陕西关中地区已然站稳

脚跟，并将视野投放到陕北地区所致。一旦如王健所言，“边墙以外所有已垦膏腴之田尽归绥

区”，“陕北沿边六县陡蹙，百余里之地减少，数十万之民已失设治资格，况捐税各款收数锐减，省

库难免影响，而各县行政经费不敷留支，又需赴省请领，当此财政奇窘，追加预算，似所难能”②，

那势必会对刘氏在陕西的长久盘踞不利。平衡得失之下，刘镇华逐渐有了“边墙以外所有已垦膏

腴之田”应归属陕西的意向。因此，刘氏联合督军陈树藩向国务院提出“拟恳钧院俯念西北边防

重要，准将原案提交国务会议，准予停止划界以顺舆情而固边圉，不胜屏营待命之至”③的要求。

此外，国务院颁布“蒙边不靖，暂缓施行”的决议不久，刘镇华窥其端倪，于民国八年九月三

日向王健指出北京政府的决议存有明显漏洞，并要求王氏“转饬榆林等县知照”，让沿边各县派

遣合适人员对“陕绥交界之处关于地址、物产、交通、风俗以及汉蒙人民相处情形”实地调查，以

找到有利于陕西方面的依据。同时，刘镇华“委任巫岚峰、贾永德二员前往榆林、神木、府谷、横

山、靖边、定边等六县会同详查”④。由于刘镇华的态度和陕绥划界最初时相比可谓大相径庭，因

此，王健在难以猜度省府真实用意的情况下，以沉默的方式予以应对。刘镇华深谙其意，遂于九

月二十日转发内务部部长朱瑗九月三日关于要求调勘蒙陕边界带详细情况的命令，并在行文中

着意提出“此案关系边民生计”，且“事关达部要政，毋稍率忽迟延，是为至要”⑤。

通过陕西省府和榆林地方政府之间的沟通，王健对陕西省府的意图有所了解，并很快与之在

陕绥划界问题上达成共识。民国八年十一月四日，王健向陕北沿边六县知事发出指令，要求按照

内务部命令，“务须查勘明确，分析绘造详细图册各三份，克日呈赍本署”⑥。随着巫岚峰奉令抵

达榆林和王健等人会晤，加之刘镇华向王健指示“仍须统筹全局，机轴在握，察详虑周，措置咸宜，

勿使事后少留余憾，致遗口实”，因此，由陕西省府和榆林道县主持的勘界事宜得以顺利进行。⑦

①

②

③

④

⑥

⑦

《陕西榆林道公署训令第五一六号》，民国八年四月十四日，樊士杰等编：《陕绥划界纪要》卷一，榆林市星元图书馆

藏，第 １４—１５页。
《榆林道道尹呈省长文》，民国八年五月七日，樊士杰等编：《陕绥划界纪要》卷一，榆林市星元图书馆藏，第 １６—
１７页。
《陕西督军署训令第二八九号·附抄件一纸》，民国八年七月五日，樊士杰等编：《陕绥划界纪要》卷一，榆林市星元图

书馆藏，第 ３２—３３页；《咨国务院咨行本院请愿委员会提出陕西榆林六县公民停止划界请愿案又陕北榆林六县公民
维持旧界请愿案又陕北榆绥延鄜公民请将鄂尔多斯各旗仍归陕辖请愿案并案讨论业经院议可决请查照办理文》，民

国八年七月七日，《参议院公报》第 ２期第 ３册《公文一五》，第 １８４—１８５页。
⑤　 《陕西省长公署训令第二八五六号》，民国八年九月三日，樊士杰等编：《陕绥划界纪要》卷一，榆林市星元图书馆
藏，第 ３６—３７页。
《陕西省榆林道公署训令第九一二号》，民国八年十一月四日，樊士杰等编：《陕绥划界纪要》卷二，榆林市星元图书馆

藏，第 １２—１３页。
《陕西省长公署指令第一一九五号》，民国九年二月十一日，樊士杰等编：《陕绥划界纪要》卷一，榆林市星元图书馆

藏，第 ３８—３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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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勘界起于民国八年十一月七日，止于民国九年三月六日，前后共计五个月的时间，在此期间，

勘界委员和所属县知事对沿边六县进行细致踏勘，其内容如表 ２所示。

表 ２　 民国八年至民国九年（１９１９—１９２０年）陕绥勘界情况

勘界县域 勘界人员 勘 界 时 间 勘 界 路 线 勘 界 结 论

神木县
巫岚峰、

李荣庆
１９１９． １１． ７—１９１９． １１． ２４

五庐口、新窑子、泥河村、草地

沟、碾坊湾、孙家伙盘、乔家伙

盘（旧牌界）、活绿色太湾、猪

儿肯沟、五成公、苏鸡河、举人

圪塔、活鸡兔沟（新牌界）、活

勒素、格碰沟、驼娘沟

人民心理上早已视同内地，即一

切政令、礼俗、捐纳、差徭暨摊认

公债等与内地亦无歧义

府谷县
巫岚峰、

孙士彦
１９１９． １２． ４—１９１９． １２． １９

孤山镇、镇羌堡、龙王庙、小巴

图、塔尔巴、古城镇、油坊塔、贾

米家湾、巴图坪、麻地沟、黄

甫堡

各地向系府谷完全管辖，其一切

政令、礼俗、捐纳、差徭暨摊认公

债特别等捐，与腹地负担毫无

歧义

横山县
贾永德、

张本睿
１９１９． １１． １１—１９１９． １１． ２３ 不详

口外民人一闻划界之事，佥不愿

归诸绥远，屡恳维持原状在案

靖边县
巫岚峰、

崔铭新
１９２０． １． ２０—１９２０． １． ２９

镇靖堡、四十里铺、宁条梁、二

十里塘（靖定交界处）、王家

渠、马家元峁、米家窑、鸽子滩

自前清康乾两朝后，率以重价买

得主权所有，世守不移……惟自

划界问题发生后，蒙人颇怀不安

榆林县
巫岚峰、

张萃峰
１９２０年 ２、３月间 不详

至汉蒙合伙种地，内地人民出境

认垦，率以重价买得，久已成为

主业，故世居不移……至公债派

捐，种种义务，口外人民未尝不

负荷担，较之内地殊觉踊跃

定边县
巫岚峰、

刘迪裕

１９２０． ２． ３—１９２０． ２． １９
陈家沟、车轮沟、扒腊梁、沙陵、

耿洞湾、蔡家沟、冯家圈、王

家庄

１９２０． ２． ２８—１９２０． ３． ６ 四、五两区边地

比年以来，如倡办驼捐、皮毛捐、

摊认公债及特别捐，口外各地约

出十分之五、六，教育及自治费

全仰给于狗池产盐销票费

　 　 资料来源：樊士杰等编：《陕绥划界纪要》卷一、卷二，静修斋民国二十一年印刷，榆林市星元图书馆藏。

勘察结束后，王健随即组织各县知事与勘界委员“造具图册”，“详加考察，汇绘总图”，对村

庄名称、住户、土地类型、开垦年代、风俗、管理以及方位均加以记录。通过认真勘察，勘界委员和

各县知事得出相应的认识，划界争议区“其界东至府谷县礼字地，与山西河曲县义字地接壤，西至

定边县五虎洞，与甘肃盐池县边外地接壤，北至准噶尔、郡王、札萨克、乌审、鄂套等旗牧地暨东胜

县粮地，南至榆、横等县边墙。东西广一千三百余里，南北袤五十里，或百余里，或二百余里不等。

综六县合计，除明沙、碱滩不堪耕种外，已垦之熟地共有一百四十二万七千七百五十一亩三分，烟

户一千九百四十二村，居民一万六千一百一十三户”①。通过勘界过程中对蒙陕边界带边民垦殖

兴起原因、发展现状的了解，王健得出有利于陕西一方的证据，“就绥远方面言之，以偌大面积、丁

地寥落之区，少设县治则鞭长莫及，多设数县又虞入不偿出。衡之事理，万难收发展之利益。而

① 《榆林道道尹王呈省长文》，民国九年六月二十七日，樊士杰等编：《陕绥划界纪要》卷二，榆林市星元图书馆藏，第

１３—１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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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陕徒受纷更之影响，其非同一统治权之国家所宜出”①。

正当陕北沿边各县忙于查勘蒙陕边界带边民垦殖情况之时，蔡成勋于民国九年（１９２０ 年）十
一月责令绥远垦务总局对“郡、札两旗报垦地亩”进行勘放。② 蔡成勋认为，“陕省亦以破坏府谷、

神木六县为词，请求中央意在取消院议原案，或要求划留陕边五十里地为调停地步。绥省以陕边

五十里如划出，则所留尽属荒漠。况划留之地，作为蒙地，政治仍难统一，作为民地，蒙旗必不认

可。此次划界，经院定东以旗界为限，如此办理，蒙旗将因失地而反抗也”③。

蔡氏的呈文促成陕西省府、陕北镇守使署、榆林道公署的连锁反应。刘镇华在批复王健的回

文中，针对“勘放郡、札两旗报垦地亩暂行办法十三条”内容逐条反驳，并认为“蒙旗垦案沿前清、

民国继续进行，已逾二十载，陕边各县前清有无已收、已放之地，民国有无继收、继放之地？收放

完竣之后，陕省是否仍有主权，究系如何办法？此次若竟听勘放，恐现在所放之界，即将来所划之

界。且恐四旗之地，愈劝愈报，愈报愈收，愈收愈多，愈放愈远，则横山、榆林各县沿边之地将玉斧

踵至”。有鉴于事态有可能恶化，刘镇华希望王健能够提前做出应对预案，以备不时之需。④ 陕

北镇守使井岳秀应王健所请，派遣部队前往事发区域待命。⑤ 在陕西军、政各界的努力下，蔡成

勋被迫做出回应，“目前该项工作尚处于调查期内，并未实行，且此事纯系放垦，与上年陕绥划界

本为两事”⑥。

最终，内务部令绥远垦务总局勘放郡、札两旗事宜“暂从缓办”⑦。绥远方面也奉令“撤回委

员”。由此，陕绥划界纠纷就此告一段落。此后，蔡成勋在民国十年（１９２１ 年）五月出任靳云鹏内
阁的陆军总长⑧，加之绥远政局多变，陕西省和绥远特别区（民国十七年九月二十五日绥远建

省⑨）之间除局部出现划界调整外，未出现过较大的划界纠纷。瑏瑠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榆林道道尹王呈省长文》，民国九年六月二十七日，樊士杰等编：《陕绥划界纪要》卷二，榆林市星元图书馆藏，第 １３—１５页。
该条例由府谷县知事从郡、札两旗草牌界地垦务分局局长曾广润处抄录所得，而原文应在民国九年十二月十六日便

由绥远垦务总局转呈陕西省府。《府谷县知事呈文》，民国十年三月五日；《绥远垦务总局咨文》，民国九年十二月十

六日，樊士杰等编：《陕绥划界纪要》卷二，榆林市星元图书馆藏，第 ５５、３１—３２页。
民国《绥远通志稿》卷二《省县旗疆域现状》，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７年版，第 ２２７—２２９页。
《西安省长来电》，日期不详（应在民国九年十二月十六日之后），樊士杰等编：《陕绥划界纪要》卷二，榆林市星元图

书馆藏，第 ３７页。
《陕北镇守使、榆林道道尹会呈督军、省长文》，民国十年一月三日；《榆林道道尹咨镇守使文》，民国十年一月二十四

日；《陕北镇守使咨文》，民国十年二月二日（樊士杰等编：《陕绥划界纪要》卷二，榆林市星元图书馆藏，第 ３２—３４、
２９、３８页）。
《陕西督军、省长指令第二七三三号·照抄绥远来电》，民国十年三月二十五日，樊士杰等编：《陕绥划界纪要》卷二，

榆林市星元图书馆藏，第 ６４—６５页。
《内务部为咨复事前准贵省长电请迅电绥远都统停止收界》，日期不详，陕西省档案馆藏，文献编号：００８ ／ ５６２。
《专电》，《申报》１９２０年 １２月 １０日，第 ３版；《命令》，《申报》１９２１年 １月 ４日，第 ６版；《京闻拾零》，《申报》１９２１年 ３
月 ５日，第 ７版；《专电》，《申报》１９２１年 ５月 １５日，第 ６版；《新内阁之外息》，《申报》１９２１年 ５月 １６日，第 ６版。
《命令》，《申报》１９２１年 ９月 ７日，第 １０版。
民国十七年，绥远建省，陕西与绥远的边界仍维持原来状态，“伊盟各旗，除杭、达两旗悉归绥西各县管理，其他准、札、

郡、乌、鄂五旗之偏南部，有陕西之府谷、神木、榆林、横山、靖边，晋之偏关、河曲等县辖地。人民租税词讼，仍归陕、晋

管理如故，绥以旗界为省界，名实犹未能符也”（民国《绥远通志稿》卷二《省县旗疆域现状》）。民国二十六年九月，经

蒋介石指定和国民政府行政院三三三次会议通过，将延安、延长、延川、绥德、米脂、佳县、清涧、吴堡、神木、府谷、安

定、安塞、靖边、定边……二十六县，划为八路军募补区，归陕甘宁边区政府辖治。参见西北五省区编纂领导小组、中

央档案馆编：《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文献卷》上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１９９０年版，第 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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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伊盟王公和地方士绅：地方社会

事务参与权的角色转换

蒙陕边界带的长城外侧区域在清代隶属于伊克昭盟的准格尔旗、郡王旗、乌审旗和鄂托克

旗，是游牧民族的传统游牧地。伊盟蒙古族王公通过协从征战、政治联姻、会盟等方式建立、维系

与清统治者的良好关系，进而对蒙陕边界带施加影响。由于汉族移民的大量涌入，区域内的土地

权属关系、移民社会营建过程和农牧民生产环节都发生了显著变化。蒙陕边界带逐渐成为陕西

既成事实的塞外土地，而伊盟蒙古族王公伴随着对地方影响力的减弱，逐渐丧失对地方社会事务

的话语权。

（一）伊盟王公话语权的渐行消亡

伊盟王公话语权的削弱始于光绪年间的贻谷放垦，这一政策从根本上改变了蒙陕边界带的

土地权属关系。① 汉族民众通过向垦务公司缴纳押荒银的方式重新认购后，成为这些土地的拥

有者。伊盟王公因此失去了对蒙陕边界带的土地掌控，以至于在民国初年的陕绥划界纠纷中，伊

盟王公并不具有地方事务的话语权。

蔡成勋在“清理疆界”的过程中，曾经以“各旗以前经都统署借拨款项，购置军械，款尚未还，

遂商定会报斯地，以为筹还借款之计”为由，同时许以“共收租税”②，来获取札萨克、郡王、乌审及

准格尔等旗王公的支持。而伊盟王公“因受着移住民农业经济发生的侵蚀，牧场日渐缩小，使游

牧经济的基础，加速崩溃；再以内地农村经济的破产，国际经济恐慌的加剧，而皮毛的销路亦受影

响，他们为抵抗这种崩溃的命运，只有减低自己的生活需要而至于极度的恶化”③。正因如此，札

萨克、郡王、乌审及准格尔等旗蒙古王公在陕绥划界纠纷中多采取支持绥远都统蔡成勋的立

场。④ 但从整起事件的过程来看，伊盟各旗王公在争议区地方事务的参与度并不高，也缺乏对纠

纷事件的话语权。

在伊盟王公逐步丧失蒙陕边界带话语权的同时，普通的蒙古族民众自然更无个人利益可言。

那些依靠蒙地放牧来维持生计的蒙古牧民在贻谷放垦后，由于失去牧场，被迫在蒙陕边界带“屯

住，代牧汉民牛羊”⑤，以谋求生计。但也有蒙古牧民迄今尚盘踞不去，居牧如故，以致领地之户

不能执业。

（二）地方精英影响力的判读：士绅民众的利益诉求

纵观整个陕绥划界纠纷过程，地方士绅在整起事件的三个重要阶段起到关键性的作用。第

①

②

③

④

⑤

王晗：《清代毛乌素沙地南缘伙盘地土地权属问题研究》，《清史研究》２０１３年第 ３期。
《陕北榆、横、府、神、靖、定沿边六县争存会呈文》，民国十年二月二十二日，樊士杰等编：《陕绥划界纪要》卷二，榆林

市星元图书馆藏，第 ４４—４９页。
贺扬灵：《察绥蒙民经济的剖析》，上海商务印书馆 １９３５年版，第 ２２７页。
《查界委员府谷县知事会呈文》，民国八年十二月三十日，樊士杰等编：《陕绥划界纪要》卷一，榆林市星元图书馆藏，

第 ４３—４６页。
《拟请试办盐店通禀由》，光绪《靖边县志稿》卷四《艺文志》，《中国地方志集成·陕西府县志辑》第 ３７册，凤凰出版社
２００７年版，第 ３４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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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是民国七年（１９１８ 年）。是年五月，士绅代表艾如兰、高照初等在王健的支持下，联合榆
林、绥德、延安、鄜州等地士绅对民国二年国务会议议决的绥远特别区案提出异议，并“呈请榆

林王道尹转请省府督军、省长拟情陈请国务会建议收回成案，改正疆界，仍以沿边诸蒙旗照旧

归陕兼辖”①。其理由为“惟查我陕北边民大部田产全在蒙疆，一旦割弃，则绝我边民养生之

路。且榆、横、府、神、靖、定沿边六县，其治城高附边墙，并于神木、安边专设两同知。考其缘

由，原为便为统驭中外。倘边外之地，悉数划归绥远，则沿边众县即失设治枢处，而绥远官吏

又鞭长莫及”②。这一举措虽然没有得到陈树藩和刘镇华的支持③，但已经促成地方士绅初步达

成对蒙陕边界带归属问题的基本共识，并为后期纠纷争端过程中有效组织相关的舆论奠定了

基础。

第二次关键时期是在陕西省府和榆林道县上下逐步达成一致之时。在此期间，陕北沿边六

县士绅代表张立仁、高普煦等发起请愿活动，并上呈请愿书。④ 他们以久居陕绥划界争议区民众

代表的切身感受为切入点，从陕边方面不能划分、绥远方面不必划分和蒙古方面未可划分三个方

面陈述了反对理由。从具体的表述中，张立仁、高普煦等公民代表认为，在陕西方面，争议区一旦

划归绥远，陕北沿边各县的经济、社会、行政诸方面都会受到影响，这样一来就会和国家统筹全局

之道背向而驰。在绥远方面，由于争议区内“居民皆零星小村，相距又远，绝无设治之资格”，如

果仿效东胜县的案例进行设置，极可能出现劳民伤财和有名无实的城邑出现，更不利于对当地民

众的行政管理。在国家层面，争议区如果划归陕西，则有利于确保国家北部边疆的安全和领土的

完整，避免国外势力的觊觎。整篇请愿呈文的措辞多和王健向陕西省府呈文内容一致，可见此次

陕北士绅民众在撰写请愿意见时，颇得王氏的大力支持。

在该请愿呈文提交国务会议的同时，陕北沿边各县公民代表公推镇守使署朱励生为全权代

表赴京请愿，并请在京的陕西籍参众两院议员宋伯鲁、高增爵等从中斡旋。⑤在陕西各界人士的

努力下，参议院于民国八年六月五日将陕北榆林六县公民张立仁等“停止划界请愿事件案”、

陕北榆林等六县公民代表李棠等“维持旧界请愿事件案”以及陕北榆绥延鄜公民艾如兰等“请

将鄂尔多斯各旗仍归陕辖请愿案”并案提交国务会议⑥，并于同年六月二十四日议决，“仍应照

原议办理，惟现值蒙边不靖，暂缓施行等因，业经分电陕西、山西、甘肃各省长暨绥远都统

在案”⑦。

第三次关键时期则在绥远垦务总局于民国九年十一月计划对“郡、札两旗报垦地亩”进行勘

①

②

③

④

⑥

⑦

高诵先：《陕绥划界纪要叙》，樊士杰等编：《陕绥划界纪要》卷一，榆林市星元图书馆藏，第 １—２页。
⑤　 《陕绥争执边界》，时间不详，陕西省档案馆藏，文献编号：００５ ／ １８５。
《陕西省长公署指令第二八九九号》，民国七年十月二十一日；《陕西督军署指令第五八三四号》，民国七年十月二十

八日，樊士杰等编：《陕绥划界纪要》卷一，榆林市星元图书馆藏，第 ４、５页。
《陕北沿边六县人民代表呈文》，民国八年五月十二日，樊士杰等编：《陕绥划界纪要》卷一，榆林市星元图书馆藏，第

２０—２３页。
《咨国务院咨行本院请愿委员会提出陕西榆林六县公民停止划界请愿案又陕北榆林六县公民维持旧界请愿案又陕北

榆绥延鄜公民请将鄂尔多斯各旗仍归陕辖请愿案并案讨论业经院议可决请查照办理文》，民国八年七月七日，《参议

院公报》第 ２期第 ３册《公文一五》，第 １８４—１８５页。
《国务院咨行陕西榆林六县公民停止划界等请愿案业经分电陕西山西甘肃各省长及绥远都统请查照文》，民国八年七

月十一日，《参议院公报》第 ２期第 ３册《公文三四》，第 ３０３—３０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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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时期。此次勘放行为遭到当地士绅民众的抵制①，继而引发陕西方面更大规模的反对。② 为了

有效地从中斡旋，陕北沿边六县士绅以高诵先、张立德为正、副会长，组建“陕北榆、横、府、神、靖、

定沿边六县争存会”（以下称“争存会”）③。民国十年（１９２１年）二月间，争存会根据神木、府谷二
县与绥远郡、札两旗草牌界地垦务分局局长曾广润接洽的结果④，进一步认为“绥远以划界不成，

勾结蒙旗将边地重行报垦，得利平分，遂其报复之私”，重演“饵蒙报垦，诬熟为荒，重买双租，特

开苛例”的旧例。⑤ 这一看法已经从根本上触动了北京政府设置绥远特别区的初衷，最终促成北

京政府做出有利于陕西一方的裁决。⑥

从上述内容中，能够看到不同阶层出于各自利益的需要，都纷纷介入其中。但是起到决定作

用的，当是争议区内民众的人心向背。因此，无论北京政府，还是陕绥地方政府，谁能把握住争议

区民众的心态，谁便能够更好地对民众行为加以引导和推动，那么，谁就能够在整个事件过程中

占有主导地位。

蒙陕边界带的士绅民众早期多为暂时脱离了原籍，“春出冬归，暂时伙聚盘居”的“雁行人”。

当这些“雁行人”对新的生活和生产方式逐步适应后，便会选择定居于此，并为原籍人口的迁入

起到“踩路效应”⑦。伴随着移民规模逐步加大，特别是由此而产生的同一宗族、同一地域的人口

涌入，蒙陕边界带出现大量村庄，他们拥有自己的文化理念和风俗习惯，进而建立熟悉的社会秩

序。清末贻谷放垦后，土地所有权的转化推动着蒙陕边界带移民社会的构建过程，继而固化了当

地民众的区域认同。

晋陕北部恶劣的自然环境、籍贯认同的人际环境也促使这些移民边外的民众时刻和亲朋故

旧保持良好的关系，以确保天灾人祸之年可以投亲靠友。正是由于边外移民社会在自我认同的

过程中，密切保持和家乡的关系认同，陕北沿边六县士绅民众才可能在民国初年的陕绥划界纠纷

中以较短的时间团结自身力量积极斡旋。同时，陕北沿边六县士绅还能够联合陕北榆、绥、延、鄜

等地士绅民众以及全陕各界人士的力量，最终在陕绥划界纠纷中赢得主动。

四、结论：边界纠纷中的地方治理与地方诉求

就行政区域界线的历史变迁及由此出现的政治过程对地理区域变迁的影响而言，不同层级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府谷县知事呈文》，民国十年一月二十五日；《准噶尔旗公署公函》，民国十年一月二十六日；《神木县知事呈文》，民

国十年二月六日（樊士杰等编：《陕绥划界纪要》卷二，榆林市星元图书馆藏，第 ５２—５４、３７、３９—４３页）。
《旅京陕西学生会议之两事》，《申报》１９２０年 １２月 ２５日，第 ６版。
《陕北榆横、府、神请定沿边六县争存会规则》载，“窃绥远以划界未遂，变为收界放垦，沿边居民惶恐虑失恒业，爰集

六县士绅在榆林城内设立争存会，以期联合筹议，并刊木质图记一颗，文曰陕北榆横府神靖定沿边六县争存会之图

记。已于民国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成立，除分别呈咨外，既有成立日期，即启用图记，缘由理合具文呈请鉴核，俯准立

案查考示遵，谨呈陕西省长刘”（陕西省档案馆藏，档号：００８ ／ ５６２）。
《府谷县知事呈文》，民国十年一月二十五日；《准噶尔旗公署公函》，民国十年一月二十六日（二月五日到）；《神木县知

事呈文》，民国十年二月六日（樊士杰等编：《陕绥划界纪要》卷二，榆林市星元图书馆藏，第 ５２—５４、３７、３９—４３页）。
《陕北榆、横、府、神、靖、定沿边六县争存会呈文》，民国十年二月二十二日，樊士杰等编：《陕绥划界纪要》卷二，榆林

市星元图书馆藏，第 ４４—４９页。
《内务部为咨复事前准贵省长电请迅电绥远都统停止收界》，时间不详，陕西省档案馆藏，文献编号：００８ ／ ５６２。
张永江：《试论清代的流人社会》，《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２００２年第 ６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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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治权力之间的相互博弈和较量，是导致行政区域界线变迁、区域地理环境变迁的主导性因

素。蒙陕边界带内，由于晚清以来地方士绅、圣母圣心会、基层民众等新晋社会力量强而有力的

介入，旧有的北京政府、地方政府、蒙旗贵族等传统政治力量长期的、相对稳定均衡的共存与互动

关系被打破，不同政治力量之间发生角逐与变革。因此，处理好蒙陕边界带内北京政府与地方各

级政治力量之间的关系以确保长期稳定，进而有效推动行政治理以减少政府赤字、确保财政收

入、完善地方民生，遂成为民国时期研究区内的第一要义。

清代咸同以降，由于西方列强等外来因素和国内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等内部因素的影响，

国家的整合性受到削弱，“大一统”的政治秩序出现一定程度的衰退。相应地，地方自成一体

的情况得以强化，原本被视为北京政府在各地分支机构的地方政府，逐渐拥有了谋求地方利

益诉求的意识。因协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军、捻军、回民军等抗清力量而出现的地方各系势力，

也在逐渐参与到地方社会事务的管理中，并发挥了日益重要的作用。辛亥革命后，独立各省

纷纷设官分职，“俨然具一独立国家之形象，以军事而论，则参谋部、军务部，无所不备；以行政

机关而论，则外交司、会计检查院，无所不有”①。与此同时，外国加强干涉中国内政，使得国人

达成一种共识，即组建强而有力的北京政府来“御外侮而齐内政”。这一理念曾经对袁世凯在二

次革命中完成武力统一起到推动作用，但继之而起的北洋各系势力彼此互相攻伐、纷争不断，以

至于民国建立的最初十余年间，国家政权多处于无政府状态之中。在此情势下，新的国家形态正

处于一种摸索的过程，原有的大一统国家的中央集权制在新的时期正在发生某种改变和重新表

达、界定。

清代末年，贻谷垦务政策的推行，从根本上改变了蒙陕边界带的土地权属关系，土地的拥有

者———伊盟王公被迫将所属土地报垦，来减轻政治高压，并换取清政府的信任。② 汉族士绅民众

通过认购土地，拥有了自己的田产。蒙陕边界带的地方资源得以重新分配，各阶层的利益诉求在

某种程度上达到了相对稳定的状态。民国设立绥远特别区后，在陕绥划界纠纷过程中，北京政府

迫切关注的地方诉求是“谋内政之统一”和确保边疆安全，绥远当局的地方诉求是“行‘拓田为

民、拓地建省’之实”③，陕西当局的地方诉求是避免沿边行政机构陷入丧失“设治枢要、议及裁

并”的困境，争议区士绅民众的地方诉求是确保自身的田产不受损失。因此，各阶层的利益诉求

打破了那种相对利益均衡，陕绥划界纠纷也由此被激化起来。

在划界纠纷过程中，北京政府采取的政治举措是要求陕西省长刘镇华负责调查蒙陕边界带

的土地垦殖情况和历史归属关系，并最终同意了陕西省地方政府和争议区士绅民众的请求，由内

务部着令绥远垦务总局勘放郡、札两旗事宜“暂从缓办”。但是，无论是北京政府、地方政府，还

是地方各系势力，利益各方努力试图加强管治的过程恰恰反映了自身管控能力的缺乏。正是在

这种情况下，地方士绅民众所代表的利益集团表现出的利益诉求显得格外强势。

①

②

③

《裁汰冗员论》，《亚细亚报》，转引自《民国汇报》１９１３年 １月 ２３日。
西蒙垦务开始之初，乌兰察布盟和伊克昭盟拒绝报垦，“或称该盟旗各理各地，未暇会商；或称世世牧放，难允开垦”

（〔清〕贻谷：《垦务奏议》，沈云龙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 １１辑第 １０２册，文海出版社 １９７４年版，第 ４１页）。
其中，伊盟盟长杭锦旗札萨克贝子阿拉宾巴雅尔在清政府的高压之下，被迫报垦杭锦旗东、中两段巴噶地和王文善渠

以西至黄河拉盖沙的西巴噶地部分。由此，伊盟其他各旗或迫于政府压力，或为表忠心，于光绪三十年至光绪三十一

年陆续报垦。

《内外时评》之《移民屯垦》，《东方杂志》１９２５年第 ２２卷第 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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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强势”的根本在于地方士绅民众在蒙陕边界带所拥有的土地权属是否会因为政权更

替而发生变化。按照他们的思维惯性，这些土地自然还是属于自己的。① 地方士绅民众的农牧

业生产、生活方式将地域色彩融入了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之中，使得蒙陕边界带成为独具特色的

移民社会，从而拉大了该区域和周边其他区域，尤其是和绥远地区之间的差异。这种区域性社会

经济利益观念形成之后，很自然就会反射到政治上的地域意识。从某种意义上来看，蒙陕边界带

地方士绅的抗争行为更可以表述为是中央权势弱化下地方利益的诉求呼声。

陕绥划界纠纷发生在民国初年中央权势弱化、地方利益集团力量强化和边疆危机四伏的大

背景下。面对如此困局，北京政府试图通过“析疆增吏、增长中央权势”来强化中央权威，谋求

“行政之统一”。陕绥双方最高行政主官多从自身利益出发，争取最大程度上巩固既有的政治、

经济利益。而新兴的蒙陕边界带士绅利益集团逐渐成为地方政治的干预力量，继而在陕绥划界

问题上挑战地方政府，甚至是北京政府的权威性。他们多出于爱乡自治思想，组建相应的利益共

同体，来争取自身存在的价值和维护其“正当性”。“正当性”的维护是对于民国初年国家大局无

可奈何情况下的一种应激反应。这种应激反应更可以理解为一种社会心理的认同，而且这种认

同不仅体现在陕西、绥远等地方公共事务中，也体现在全国其他地区地方士绅争取民意、强化在

地方自治事务话语权的诸多努力上。也正是在全国地方自治运动此起彼伏的呼声中，地方士绅

民众最终在陕绥划界纠纷中确保蒙陕边界带的土地所有权。

致　 谢　 本文得到鲁西奇教授、侯甬坚教授、邓辉教授、余同元教授、成一农教授等专家的悉
心指导，并在投稿过程中，获得《历史地理研究》匿名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特此谨表感谢。

① 《神木县知事呈文》，民国十年二月六日，樊士杰等编：《陕绥划界纪要》卷二，榆林市星元图书馆藏，第 ３９—４３页。


